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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体类型和创作生态看明代文学研究的
两个学术增长点

———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例

江俊伟　徐　薇

[摘　要]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 ,首次以编年形式展现有明一代文学与科举之间的

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研究视域两方面都具有创新之

处。从中可以发现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 ,如策论 、

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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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 ,关于科举与文化 、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 ,明代科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已成为明史研

究的热点话题。陈文新主撰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 ,洋洋 500万字 ,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

之下 。是书以明代科举与文学关系为主要关注对象 ,首次以编年形式展现了有明一代文学与科举之间

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 ,试图厘清与之相关的文献史 、文学史 、文化史上的若干疑难问题 ,以丰富 、更

新人们对明代科举与文学的认识。

不仅如此 ,是书还在开拓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研究视域两方面具有创新之处。其开拓意

义在于 ,从本书的著述精神 ,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1)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

型 ,如策论 、八股文的研究;(2)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本文以《明代科举与文学

编年》为例 ,就此作了初步阐释 ,希望藉此进一步拓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域 ,开拓新的学术空间 。

一 、文体类型研究的创新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收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科场文风及相关文体” ,其中大量涉及策论 、八

股文等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长期被边缘化的文体。

策论这种文体 ,主要包括策 、论 、表 、判 、诏 、诰等政治性论文和公文 。明代科举乡试 、会试第三场皆

考时务策 ,殿试则仅考时务策一道 。所谓时务策 ,亦称“经史时务策” ,融经史 、时务于一体 ,意在观士子

“经世之学” 。明代时务策包括了政治 、经济 、军事 、法律 、民族 、宗教 、教育 、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清代

殿试时 ,亦考时务策一道 ,由皇帝钦定 ,策题数百字 ,包括三至五项问题 ,内容亦多涉及吏治 、军务 、考试 、

河防 、盐铁 、工赈等国家实际问题。明清两代的时务策 ,历来被视为重要的考试文献 ,有补史之缺佚的独

特功用。然而近世以来 ,对于其文学价值 ,学界似乎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与评判 。

事实上 ,就古人的立场而言 ,自《文选》开始 ,策问与对策就被列入到严格的“文”的范畴。历代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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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得到了来自于文章家与作者这两方面的重视 。明清两代 ,许多文章选家将策问与对策作为文章收

入集中 ,如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 185至卷 192全为制策和试策。而当时的许多作家 ,不仅将本

人的对策作为文章收入集中 ,且大多将其置于文集中相对显著的位置 。例如:明代首科(洪武四年)状元

吴伯宗文集《荣进集》 ,卷一全部收录其应试策文 ,包括乡试 、会试 、殿试的考卷 ,依序排列下来。洪武十

八年榜眼练子宁文集《中丞集》 ,卷上开篇即为策 ,策之第一篇即为殿试策 。嘉靖八年状元罗洪先文集

《罗念庵集》 ,卷一开篇亦为策 ,策之第一篇即为殿试策。嘉靖十四年进士王立道《具茨文集》卷一中 ,也

收录其殿试策文 。即使从今人的审美眼光出发 ,这些策文也并非全无文学价值可言 ,其中不乏辞采华茂

的上乘之作。因此 ,无论是就尊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客观事实来说 ,还是从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考虑 ,

策文都不应被屏弃于“文学”范畴之外 ,它有资格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

八股文的情形 ,则更为特殊。作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一种独有的应试文体 ,早在清末 ,它就已经

被扫进了文化垃圾的行列 。这种情况 ,到 20世纪中后期更为明显 ,一提到八股文 ,似乎是人人得而诛

之。然而 ,这种一边倒的批判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并非建立在对此种文体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 。作家

刘绍棠的说法 ,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说:“在我的印象里 ,八股文是和缠足 、辫子 、鸦片烟枪归于一

类的 ,想起来就令人恶心 。但是 ,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 ,却不甚了然。”[ 1](刘绍棠《序》 , 第 1 页)今人对于

八股文的态度与认识 ,可谓大体如此。

人们常说 ,八股文以文学的形式融会了经学的内容 ,是文学与经学的一种有机结合。对八股文的认

识 ,经学和文学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从经学角度来说 ,八股文的考试内容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代

表的儒家经义 ,这对于维系当时之世道人心 ,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诚然 ,对于儒家经典的熟悉与理

解程度 ,并不能必然说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已然内化为八股文作者的高尚品行 。但不得不承认 ,大体而

言 ,儒家的价值观念确实是为科举群体所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当时诸生 ,于熟读经书之中 ,于研习

“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之间 ,难免耳濡目染 ,深受熏陶 ,儒家之政治思想 、道德伦理观念 ,就此有望内化

为其自身的思想与信仰。生前身名俱泰 ,身后垂范后人 ,这种观念对明清两代士人阶层的品行出处所产

生的影响自不可一笔抹杀 。从文学角度来说 ,清人江国霖在《制义丛话 ·序》中所称“制义指事类策 ,谈

理若论 ,取材如赋之博 ,持律如诗之严”[ 2](第 5 页)云云 ,就指明八股文融合了多种文体的优长。近世以

来 ,对于八股文这一“戴着枷锁跳舞的文体” ,论者或有认为其毫无价值者 ,然而 ,也不乏平反之声。如周

作人就坚持认为:八股文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 、“中国文学的结晶”
[ 3]
(第 277 页)。蔡元培也说 , “八

股文的作法 ,先做破题 ,共两句 ,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 。破题作得及格了 ,乃试作承题 ,约四五句 。承题

作得及格 ,乃试作起讲 ,大约十余句 。起讲作得合格了 ,乃作全篇 。全篇的作法 ,是起讲后 ,先作领题 ,其

后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 ,由简而繁 ,乃是一种学文的方法。”[ 4](第 328

-329 页)张中行也曾说:“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 ,至少我认为 ,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 ,高踞第一位的应

该是八股文 ,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 [ 5](第 66 页)。八股文这样雄踞中国文坛五百余年的文体 ,在蔡元

培等学者眼中自有其相当的地位。

如此说来 ,像策文 、八股文这类文体 ,当然不应视而不见 。然而 ,究竟又是什么原因 ,致使这些曾在

文学史上显赫一时的文体 ,最终淡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 ?其成因固然复杂 ,然而 ,中西方“文学观”

的差异以及 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纯文学观” ,在此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文学在其演进历程中 ,自有其复杂与多元的一面 ,而西方的文学观念“跟我们文学发

展的实际过程是同中有异 ,存在着错位的”
[ 6]
(第 14 页)。诚然 ,这种源出于西方的纯文学观 ,使中国古代

文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建设 ,自然具有过积极的意义 。然而 ,这

种照搬自西方的中国式“纯文学观” ,在很大程度上 ,无视了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实际状况 。以之作为古

典文学研究的准绳 ,人为缩小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 ,也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

的客观认识。其中 ,最大的受害者 ,莫过于中国古代的文章。大量为古代文人所看重的文章 ,悉数被摒

除于中国文学史研究视野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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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 ,对于 20世纪在西方影响下建立起的“纯文学观”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或指明古代文史混杂 、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现状;或提出“大文学观” ,试图以否定之否定的精神 ,

既超越 20世纪纯文学观 ,又兼融古代杂文学观。如董乃斌指出的 ,“要讲清楚中国文学 ,特别是古典文学 ,

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 ,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 ,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

料(说严重些 ,是削足适履)。如讲秦汉文学 ,不应略去碑铭和策论;讲唐代文学 ,不但应重视赋 ,而且不可

舍弃诏策论判诸体;讲明清文学 ,也应适当提及八股时艺。”[ 7](第 249 页)这种大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方法论的

运用 ,为重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真实图景提供了新的视角 ,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这方面 ,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也做出了可喜的探索 。其主撰人陈文新先生早在主持编撰我国

首部系统完整 、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时 ,对这一问题就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先生在其《编年史:

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一文中指出:“西方的学术思想 、文学观念 、治学方法对 20世纪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产生了全局性的深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负面后果极为严重 ,已到了必须正视 、必须补救的时

候。”
[ 8]
(第 136 页)先生认为 ,编年体这种形式 ,可以较为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

单阉割 ,在呈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方面更具客观性 、丰富性 。基于此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 ,不仅

全文收录了相当数量的鼎甲对策 ,更对八股文文风的细微变化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这体现了编撰

者于“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之下 ,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内核 ,扩展中国文学研究疆域的著述宗

旨。在合理引入西方概念的同时 ,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范畴 、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

重新认识明代文坛的基本情况 ,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

古典文学研究对象的设定 ,是应当遵从中国古典文学自身的客观实际 ,还是屈从于照搬西方的所谓

“纯文学观念” ,而进行主观的“削足适履” ?这实际上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即如何尽量

准确辨别及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如何有效阻止西方“纯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简单阉

割。对此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建设性的答案 。

二 、创作生态研究的创新

在重视作家生活环境 、作品创作年代以及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的前提下 ,关于科举考试中所建立起

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其对应试者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 ,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境遇以及此种境遇对个

体文学活动的影响 ,理应受得研究者相当程度的关注 。如:在同期的进士或举人中 ,存在着怎样的人际

网络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而这些人际网络对于文学创作又存在着怎样的制约? 作家个

人的经济状况 、物质生活条件 ,对其创作体裁的选择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下面 ,我们就结合《明代科举

与文学编年》一书来谈谈我们的浅见。

明代相对重要的戏曲作者 ,尤其是一流的戏曲家 ,大多拥有进士 、举人等科名。换句话说 ,当时大批

的科场得意者 ,活跃在戏曲创作的舞台之上 ,其中 ,甚至不乏鼎甲名流的身影。如:杂剧《中山狼》作者康

海 ,是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殿试状元;杂剧《洞天玄记》作者杨慎 ,是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殿试状

元;传奇《合钗记》(已佚)作者秦鸣雷 ,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殿试状元。写过传奇《郁纶袍》的王

衡 ,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榜眼;写过传奇《三关记》的施凤来 ,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榜

眼。除此以外 ,传奇《投笔记》作者邱浚 ,是景泰五年(1454)甲戌科进士 ,二甲第一名 。传奇《宝剑记》作

者李开先 ,是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二甲进士 。杂剧《昭君出塞》作者陈与郊 ,是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

进士 。传奇《红蕖记》作者沈璟 ,是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二甲进士 。传奇《修文记》 、《彩毫记》和《昙花

记》作者屠隆 ,是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进士 。传奇《牡丹亭》作者汤显祖 ,是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

进士 。杂剧《易水离情》作者叶宪祖 ,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三甲进士。传奇《绿牡丹》 、《疗妒羹》

作者吴炳 ,也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三甲进士 。传奇《燕子笺》作者阮大铖 ,是万历四十四年

(1616)丙辰科进士。杂剧《梁状元不服老》 、《僧尼共犯》作者冯惟敏 ,是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科山东举

人;传奇《红拂记》作者张凤翼 ,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科江苏举人 。对于以上戏曲作家之科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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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均悉加载录 。

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这些科场得意者怎么会热心于写并不为主流意识形态

所看重的戏曲作品?

儒家所谓“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子人生价值实现的基本轨迹。在这种积

极入世 、进取人生哲学的主导下 ,从政对于古代读书人有着非比寻常的吸引力 。而对于科场得意者来

说 ,他们赢得科名 ,藉此身登仕途 ,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大好机会。事实也确实如此 ,以明代状元为例 ,

其中便有 17人入阁成为大学士 ,地位相当于宰相 。正因为有如此光明的政治前途 ,当时的读书人于科

举得意之后 ,往往更加致力于事功 ,而当仕途遭遇坎坷时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便会转而以词曲来娱悦自

己的身心 。其中 ,李开先的经历便颇具代表性 。李氏进士及第之时 ,正值壮年 ,雄心勃勃 ,于三年试政期

间两次饷边。30年后 ,所作《塞上曲序》便记录了当年的凌云壮志:“予曾两使上谷 、西夏 ,其军情苦乐 ,

武备整废 ,颇尝触于目而计于心。当时壮年 ,便有鞭挞四夷 ,扫除天下 、安事一室之志。”[ 9](卷五 , 第 561

页)当他于嘉靖二十年辛丑四月罢官 ,结束 13 年的仕宦生涯 ,返回故乡山东章丘之后 ,便开始了一段优

游自娱的林下生活。他置办田产 、蓄养声妓 ,征歌度曲 ,终于嘉靖二十六年 ,著成传奇名篇《宝剑记》 。与

李氏的人生遭际相似 ,明代许多剧作家皆曾中过进士 、举人 ,他们不仅均有发挥政治 、行政才能的愿望 ,

并且也有幸获得过这样的机会 ,最终却因各种原因又被剥夺了为社会发挥才能的机会 ,这才转而从事戏

剧创作 ,借以娱悦性情。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名康海 ,文名标显一时 , “天下惊传得真状元”
[ 9]
(卷十《对山

康修撰传》 , 第 135页)。一旦罢官 ,即以山水声伎自娱 ,间作乐府小令 ,将此后数十载光阴消磨在戏曲之

中 ,以至“其殁也 ,以山人巾服殓 ,遗囊萧然 ,大小鼓却有三百副”[ 10](丙集《康修撰海》 , 第 313 页)。陆粲于嘉

靖十二年(1533)冬 ,在永新知县任上 ,上疏乞休 ,返乡家居后便开始蓄养戏班 、选伎征歌 ,以娱其母 , “菽

园著述 ,传诵艺林”[ 11](卷十二《陆粲》 ,第 326 页)。又如 ,汤显祖罢官归家的当年秋天 , 《牡丹亭》传奇创作

完成;归家第三年 ,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 ,《南柯记》撰成;第四年秋 , 《邯郸记》完成。以上种种 ,都有

力支持了这一假说:科举得意而宦途失意者 ,成为明代戏曲极其重要的作者来源 。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 ,比起科场得意却宦途失意者 ,因科场失意而从未步入宦途的人 ,他们应当

更倾向于以词曲等来愉悦身心 ,但实际上却数量极少 ,个中原因何在 ?

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外在表现来看 ,在明清两代 ,戏曲创作尽管有案头化的趋向 ,但就

其根本性质而言 ,仍是一种舞台艺术 ,是歌唱与其它多种艺术成分的有机综合。较之小说 ,其创作与排

演往往紧密结合 ,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基础来支撑。从这一层面上讲 ,较之科场失意之辈 ,科场得

意之人往往具有更优越的政治地位及经济条件 ,来投身这项文艺事业 。例如 ,当时的许多戏剧创作名家

皆蓄有家班 ,诸如康海 、王九思 、李开先等人家班 ,为世人所熟知 ,一时名闻海内 。就拿李开先来说 ,他的

许多剧作皆由其家班演出 。代表作《宝剑记》 ,亦由其家乐演出。姜松涧《宝剑记后序》云:“子不见中麓

《宝剑记》耶?又不见其童辈搬演《宝剑记》耶 ?呜呼 !备之矣。”[ 12](第 91 页)《玉华堂日记》、《祁忠敏公

日记》等书中 ,均记有李氏家班排演《宝剑记》的情形 。李氏家班能达到排演《宝剑记》的程度 ,可见其水

准不低 、规模不小。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曾记其家乐情形曰:“有客自山东来者 ,云李中麓家戏子几二三

十人 ,女伎二人 ,女僮歌者数人 。”
[ 13]

(卷十八 , 第 1007 页)若这段记叙可信的话 ,那么李氏家班一年所费不

菲。倘无雄厚的经费支持 ,显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那么 ,钱从哪里来呢?

在科举时代 ,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是在“科举”或“宦游”这一平台上展开的 。因此 ,科场得意也意味

着社会阶层的提升 、社交范围的扩大。古代读书人早年就学乡里 ,同乡同学 ,将来可能彼此照应 ,今后还

有可能互相提携;成为生员之后 ,就学府州县学 ,社交领域进一步扩大;通过乡试 、会试以后 ,相互之间又

缔结所谓“同年”关系 。科举时代 ,同科考中者 ,谓之同年 ,又称“同年生” , “同恩生” ,“同年友”等 。这种

同年关系的紧密程度 ,远非今世之同学关系可以比拟 。士子一旦进士及第 、出仕为官之后 ,其社交领域

因公务来往 、宦游而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嘉靖十年辛卯 ,李开先饷边至西夏 ,往返途中与康海 、王九

思结识 ,遂成至交。据李氏《闲居集》卷十《渼陂王检讨传》记载:“予尝饷军西夏 ,路出乾州 ,偶遇康对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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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谈即许以国士 ,当夜作一正宫长套词赠之。 ……康又相约 ,事竣游武功以及鄠 、杜 ,见渼陂翁 。翁闻

之 ,朝暮北望 ,不见音尘 ,意料或不来矣 。忽一日造其门 ,惊讶以为从天降也 ,握手庆幸 ,有如旧交。谈倦

则各出所作 ,互相评定……” [ 9](第 142 页)由此可见 ,在长期的科举生涯中 ,士子因种种机缘而缔结下各

种社交关系。在当时 ,这种关系往往可能衍生出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 。如张九一在宁夏巡抚任上 ,曾以

三月俸馈赠王世贞。王氏《弇州续稿》卷七遂有诗《张助甫中丞自夏州遣信问存 ,侑以三月俸 ,曰为米汁

费 ,报谢一章》。王世贞一生 ,数度接受友人经济援助 ,其《弇州续稿》卷十四中 , 《渔阳蹇中丞(达)走使惠

饷谢之》 、《李维桢使君自金华修讯且惠山资有赠》等篇皆反映了这种情况。因此 ,古人因科举得意而结

识科场同年 、官场贵人 ,而在经济上获得资助的事 ,并不罕见 。

从以上论述可知 ,那些科举得意而宦途失意者 ,不仅有精力投身于戏曲创作 ,也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提供支撑;而那些科举失意 、沦落下尘之人 ,即使有创作戏曲的念头 ,也没有排演的实力。对于科举制度

下这种耐人寻味的文学创作生态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视而不见 ,因此造成了若干阐释盲区。不止如此 ,

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大背景之下 ,在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相互渗透 、沟通的文化生态之内 ,除戏曲以外的

诸多文学样式 ,举凡小说 、诗文之类 ,其作者个体的科名情形或许不尽相类 ,但自整体而言 ,其创作生活

也未尝不深受科举文化的影响 ,其创作体裁的选择 、创作活动的流变也未必不受科举成败 、科场人际网

络的某种制约。因此 ,怎样才能尽量真实 、立体地还原科举时代作家的整体创作生态 ,如何才能尽量客

观地再现科举与文学相互作用 、互相影响的生态过程 ,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待解之题。

而《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将目光投向了进士 、举人这一广大的文人群体 ,将丰富而庞杂的文学 、科

举史料依年月排列 ,明代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科举 、仕宦情况 ,科举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也就在这相关资料

的排列中得以凸现。有心之人 ,只要略加排比 ,在此基础上考辨 、论述 ,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层面 ,也就清

晰可见了 。这是《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贡献 。这一贡献同时也提示我们 ,以文化学 、

社会学 、科举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广阔视野 ,把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研究 ,将科举学与文学研究

结合起来 ,综合考察文学创作生态 ,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获得又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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